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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对城市、城市化造成重大而深远的影

响。在一个城市产出函数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及其防控措施将会对作为

劳动质量的人力健康状况、城市资本的效率和支出水平、空间积聚的知识

外溢效应等产生显著的负面冲击。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也会改变城市化进程，

推动“人口-空间”扩张式路径向“功能-生态”内涵式的成熟路径转变。

回顾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两个阶段及其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之间的关系，并

采用面板数据计量方法检验影响城市化进程的诸多变量，证实了在既定的

任期和规模考核导向下，各地区存在公共卫生及疾控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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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深远影响，我们在高质量发展视域内探讨了

中国新型城市化的路径选择。其中，改变地方政府短期倾向和规模为主的

政绩考核导向，构建多层次的城市治理体系，深化智慧城市和都市群的社

会功能建设等，不仅对于防控公共卫生事件，对于整个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都尤为重要。 

正文逻辑： 

一、引言 

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与城市、城市化：理论背景 

三、中国城市化的演进历程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产生的深远影响 

四、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与中国新型城市化的路径选择 

五、结论 

一、引言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会造成什么影响？事件

防控和更高的公共卫生服务需求，作为城市和社区管理功能的一部分，将

如何重构中国的城市化路径？尤其是，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设计中，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体系该如何嵌入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大框架内，重塑

新时代城市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些都是在做好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的同时，

继续以高质量发展为基本要求，稳步推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所必须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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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而紧迫的问题。 

从最新的情况来看，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城市及城市化的冲击远不止

拘囿于经济范畴。城市作为现代生活的一种方式，不仅意味着要素空间的

积聚，还是一种社会关系的重构和治理体系的再造，以及文化思潮和集体

心智结构的变迁。城市就像是一个庞大的有机体（城市森林），无时不刻不

在进行着现代社会生态学意义上的演化（塞缪尔·亨廷顿，2002；张鸿雁，

谢静，2011）。从这个层面来说，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冲击对城市是一种深

层次的解构：它重新定义了新地理经济学意义上的物理空间，重新定义了

社会学框架内的城市功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新兴国家正在推动的城市

化进程也产生深刻的影响：城市化意味着积聚，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却在解

聚；城市化意味着强化现代社交关系，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却通过网格化和

非接触管控“去社会化”；城市需要交互，需要通过面对面的非线性交流

抵达“不可知的创新”（迈克尔·斯托珀尔，2020），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带来的线上化、远程交流活动却在消解面对面线下接触带来的深度交流功

能，取而代之的只能是通过远程通信和互联网作为媒介传达线性的“失真

的声音”。 

所以，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与城市、城市化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又微妙

的关系。城市是要素的积聚空间，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

也提高了传染病发生的概率。城市又是功能的有机集成，它可以通过集中

提供公共医疗服务来防治传染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与城市的关系是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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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的。中国的城市化当前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从以空间和

规模扩张的总量导向转为功能提升和以人为本的内涵式发展。而从更大的

视域，则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范式对城市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个多

重意义交叠的背景下，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作为一种外生冲击，必然

会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从另一个角度，重大公共卫生

事件的发生却恰恰证明了新型城镇化路径的“逻辑正确”。如果将高质量

发展定义为“以效益和质量为中心的发展路径”，那么本文的目的就是在

高质量发展的视域内，探讨这次史无前例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与中国的城

市化之间的关系——公共卫生作为城市发展的质量指标之一，重大公共卫

生事件的发生会对城市化路径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学术界早就注意到了疫病与城市的关系。马尔萨斯（2010）在他的经

典著作《人口原理》中发现，历史上的瘟疫基本上发生在城市，欧洲黑死

病时期的英国，城市的死亡率大约是乡村的 30 倍。Bairoch（1988）发现

在 19 世纪早期，农村人口的寿命比城市人口多活 8-12 年，人口积聚引发

的传染病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赫拉利（2018）用雅典和古罗马时代的城邦

历史说明，快速发展的城市既是文明的象征，又是孕育“传染病的温床”，

疫病在历史上对人类社会结构的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现代经济学对重大

公共卫生事件与城市化关系的研究，一般建立在卫生经济学与新地理经济

学的交叉框架内。Quinn，Bartlett，Vlahov（2010）比较系统的研究了

疫病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总结了城市中心传播疫病的 8 个因素，并对 6

种常见的传染病进行了案例分析。Alirol，Getaz，Stoll（2011）认为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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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大背景下，指数级扩张的城市会因为不同国家人群的国际旅行和移民

提高公共传染病风险，各国的城市化应该将防范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作为主

要目标之一。Siri, Newell, Proust 等（2015）发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气

候的异常，进而引发大型传染病等极端事件，对脆弱的城市系统是一个巨

大的考验。Michael, Alana, Scott 等（2015）深入研究了中国快速的城

市化与传染病、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指出中国未来的城市化需要提高重

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等公共服务能力。罗勇（2010）认为我国城市化引发

的健康问题主要来自于聚集性、代谢、开放性及生态等方面，现代化的城

市管理是发展健康城市的重要保障。袁茂阳（2019）探讨了城市化与公共

卫生之间的关系，认为快速的城市化带来了重大公共传染病隐患，“健康

城市”建设应成为城市化进程中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举措。 

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与城市的关系，本文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结

合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所处的阶段，重点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框架性思考：

一是将卫生经济学与城市经济学结合，从理论上探索公共传染病、城市与

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分析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城市化进程产生的影响，以

及动态冲击的内在机理。该问题虽然以前的研究也有涉及，但不够系统和

深入。二是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对中国一直沿袭的城市化模式，以及

未来城市建设和规划的理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

的城市化进程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有着不同的时代主题和

逻辑主线。当前我们处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城市化阶段，重大公共

卫生事件的发生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有哪些消极的一面和积极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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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研究当前尚属空白。三是在高质量发展观的价值导向下，面对重

大公共卫生事件对城市化的深远影响，中国未来的城市化进程应该选择什

么样的路径。如何将本次应对和防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的成功经验，

升华到“智慧城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层面，转危为机提升中国城市化

和经济发展的质量，应是顶层设计者的努力方向之一。 

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与城市、城市化：理论背景 

大型传染病与城市有着紧密的联系。城市的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

征，它带来的空间重构和要素积聚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升，

同时过高的人口密度和污染物排放，会对自然环境造成不利影响，也增加

了传染病发生的概率和病毒传播的速度。尤其是在城市化速度较快的新兴

国家，空间和人口规模的指数级扩张与相对缓慢的城市功能提升不同步，

这样造成的动态错配一方面会带来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风险隐患，另

一方面也会加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的难度和复杂度。我们首先从理论

上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与城市、城市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模型化分析。 

（一）基本框架与模型 

一般来说，城市及城市化模型以新经济地理学为基础，主要探讨经济

意义上的城市，包括区域增长及其差异、要素流动与产业积聚、创新与互

动、城市竞争力及其动因等。新经济地理学对城市的理解和城市行为的模

型构建，主要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之内，以城市增长模型为主要形

式（Glaeser 等，1995；Ertur 和 Koch，2007；Drucker 和 Feser，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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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思想是将宏观经济增长模型收缩到城市范围，建立基于区域经济增长

思想的城市经济学模型。因此一般的城市代表性产出函数为：Yit=F(AitKit，

Lit），其中 i 为特定的城市 i，Ki 为城市 i 的资本存量，Li 为城市 i 的劳动力，

Ai 为城市 i 的全要素生产率，这是经济增长模型中典型的产出函数。城市

的因素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比如韩峰和李玉双（2019）将全要素生

产率 A 作为积聚程度（专业化积聚 S 与多样化积聚 D）、区域内可以互动

的城市数量 N 及其关联度 w 的函数（A=A（S，D，w）），这几个变量与

人口密度、城市功能和空间分布结构等都有直接的关系。这实际上是Romer

（1986，1994）内生增长模型中“干中学”和知识及技术外溢效应在城市

和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体现。但与劳动力和资本这两大要素不同的是，A 的

提高相对缓慢，而且具有内生演化的性质，城市管理者很难通过外生的政

策直接产生影响。二是与宏观增长模型中人口数量为外生变量不同的是，

城市间的竞争可以吸引外来人口，从而城市劳动力数量 Lu 可以视为城市服

务 G（Tiebout,1959）、相对收入水平 H（Kemeny 和 Storper，2014）、

互动性（Glaeser，2007）和包容性文化 J（Florida, 2002）等变量的函数，

这个也能从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中推导出。关于城市和城市化的经济

增长模型，我们更加关注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相对指标。相对于乡村地

区，城市对于高技术和创新型人才的吸引，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和共享起

到关键性作用，这是城市作为人力资本积聚空间存在的意义，因为与通信

网络上的“线性语言”沟通相比，面对面能够承载“复杂论述”（Searle，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7537


